
交大法学ＳＪＴＵ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５（２０２２）

“减损”的劳动权利

———以Ｇ区劳动执行案件为样本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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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权利未实现或部分得以实现的，都是劳动者权利的“减损”。关注劳

动者权利在强制执行阶段的保障情况既是解决我国执行难问题的重要渠道之一，也是对劳动者权利

保护研究逻辑的必然要求。一个都会区的法院从“基本解决执行难”改革以来劳动执行案件的数据显

示，进入强制执行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权利减损的状况较为严峻。统计检验发现，诉源因素与国

家纠纷解决机构干预因素共同影响了劳动执行案件的执行效果，执行改革下我国劳动执行案件的执

行效果呈现出明显的用人单位“分类化”“强法院弱仲裁”的权利保障分野以及“冷法律热政治”的裁执

衔接运行特征。这些特征既验证了法经济学、法社会学与传统劳动关系研究中的丰富理论，也呈现了

中国劳动执行中的独特理论问题。这些发现表明，尽管执行改革从主体、结构与工具上改变了我国劳

动关系治理面貌，但我国劳动权利保护悖论与劳动关系治理逻辑的问题依然存在。因诉源因素对劳

动执行效果的影响明显更高，未来应改变劳动关系治理逻辑，重视劳动争议诉源因素视角的改革，改

善劳动争议纠纷解决机构的干预方式，双重发力共同提高我国劳动者权利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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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研究路径与样本选取

凡法律规定的权利未实现或部分得以实现的，都是权利的“减损”。２００８年《劳动合同法》的颁

布，标志着我国在立法层面对劳动者的权利保护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然而，因“书本上的法”与

“实践中的法”并不总是保持一致，围绕《劳动合同法》司法实践运作状况，现有文献展开了丰富的

研究：一方面，社会学界、法学界与实务部门的研究共同表明，尽管劳动法文本在不断完善，劳动者

的基本权益实现状况有所好转，但劳动者享有的工资、工时、劳动保护、劳动合同的签订、社会保险

缴纳等劳动法权利遭受严重减损的事实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１〕另一方面，法学界研究又表明，

劳动司法审判与仲裁始终坚持倾斜保护劳动者权利原则，在维护劳动者权利、平衡劳资关系权益

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守门员作用。〔２〕由此，有学者认为，我国在劳动关系治理过程中形成了典型

的“糖果效应”，即“在劳动争议处理的法定程序中，对坚持维权的工人逐步给予更多的‘糖果’予以

安抚”。〔３〕这些研究似乎揭示出，劳动者权利保障程度取决于劳动者自身的维权意愿，在“会哭的

孩子有奶吃”的情境下，我国劳动关系治理成效差强人意。然而，不难发现，既有文献最大的问题

是未能全阶段展示劳动者权利保护情况，相关研究停留在劳动者权利确认及其之前阶段，忽略了

劳动仲裁与审判后的劳动者权利实现问题，劳动者权利保护的研究逻辑出现了断裂。在“基本解

决执行难”改革已将国家劳动关系治理实质性推进，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正在向全社会征

求意见的背景下，重新考量在不完整劳动权利保障阶段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命题与理论认识，则具

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围绕劳动者权利的法经济学、法社会学理论层出不穷，尤其以美国法社

会学权利／不平等范式下丰富的实证研究成果和理论为代表。〔４〕在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背景下，

权力与不平等的问题在劳动者身上普遍存在，公共话语与政策中劳动者权利占据主导地位。因

此，采取权力／不平等范式研究中国劳动者权利问题，具有天然的适应性。有鉴于此，笔者拟综合

运用法经济学、法社会学与传统劳动关系理论为基础，选取西部省会城市Ｇ区法院 〔５〕，描绘“基本

解决执行难”改革下劳动执行案件中劳动者权利“减损”的现状，试图在已有的理论框架下探索可

能影响执行效果的因素，揭示我国劳动执行案件中的理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我国劳动关

系治理的新理论认识，最后提出改善劳动者权利“减损”的针对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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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献可参见郑广怀、孙中伟：《劳动法执行中的“次标准”———基于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对珠江三角洲农

民工的调查》，载《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１２期；郑桥等：《〈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劳动关系新变化以及工会应对策略

研究》，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６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情况的报告———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５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相关研究参见孙志萍《二倍工资规则适用探究———基于劳动合同法第８２条第１款的实证分析》，载《中

国劳动》２０１７年第６期；仇少明：《劳动者争议审判大数据应用指南———“后劳动法时代”ＨＲ必备》，中国法制出版

社２０１６年版；徐道稳、吴伟东：《劳动合同法社会效果与应对策略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等。

郑广怀：《劳工权益与安抚型国家———以珠江三角洲农民工为例》，载《开放时代》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第

３６页。

“权力／不平等范式”的提法来源于学者刘思达，是对美国法社会学主流研究范式的概括。参见刘思达：

《美国“法律与社会运动”的兴起与批判》，载《交大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２９页。

Ｇ区法院为西部某省会Ｃ市的新兴城区法院，至２０１８年，该区地区生产总值为１８７７．７５亿元，连续数年

在Ｃ市２２个区县中排名第一。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Ｇ区综合排名在同类型区域排名中由全国第三上升至全国第一。



因本文关注的是当下劳动者权利的“减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尤其是在执行改革过程中影

响劳动者权利的相关因素，故本文主要研究数据为Ｇ区法院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三年间的劳动执行

案件。笔者通过三种方式获取主要数据：其一是Ｇ区人民法院劳动执行案件审判管理数据。

这些案件数据包括的信息有：案件号、案由名称、当事人信息、执行依据文书、申请标的金额、实

际到位金额、结案方式等。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间，Ｇ区法院共受理申请强制执行判决

书、调解书、支付令、仲裁裁决书与仲裁调解书的劳动执行案件２８９５件，平均每年占全部执行案

件的比例为２３．５％，是Ｇ区执行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案件类型。其二是通过对案卷抽样的方

式获取数据，补充审判管理数据，主要用于影响因素分析。这些数据包括：真实结案方式（审判

管理数据往往会因录入标准不一致导致误差）、实际到位金额。通过对实际到位率的计算，笔者

将抽样误差控制在５％的范围内随机分层抽样。抽样样本情况为：２０１６年劳动执行案件

１１１９件，２０１７年４１２件，２０１８年５６５件，共计２０９６件。〔６〕其三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补充抽样

数据。主要为被强制执行的用人单位的行业、注册地、公司所有制和人数，获取信息来源为全国

工商企业信息查询平台。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期间，抽样数据库中共有６２２家被强制执行的用人

单位。

二、劳动者权利减损状况概述

从执行内容来看，Ｇ区法院劳动执行案件主要为金钱争议，行为争议很少。Ｇ区法院

２０１６年有９件行为执行案件，２０１７年３件，２０１８年３９件，三年平均行为执行率仅２．０％。因

此，要考察Ｇ区法院劳动者权利减损的基本状况，可直接从金钱执行案件的入执率 〔７〕、结案方

式、实际到位率与执行效果率层面进行考察。入执率考察的是在劳动者拿到生效权利文书后，

用人单位不自动履行的数据指标，是劳动者权利出现减损风险的“先兆”；结案方式中的自动履

行率、终结本次执行案件与终结执行案件也是考察执行阶段劳动者权利是否减损的指标；而实

际到位率与执行效果率则是体现劳动者权利的实质性减损指标。经梳理，Ｇ区法院劳动执行案

件中被执行人为劳动者的案件三年仅２３件，因此，在不区分对象的情况下，对劳动者权利“减

损”情况的整体分析可基本成立。

第一步，低危信号。数据表明，Ｇ区劳动争议案件入执率较高、权利减损的“先兆”风险较大，

仲裁案件的风险极可能大于诉讼案件。

在共３８８３件劳动诉讼案件中，Ｇ区法院有执行内容的案件共有２７９７件。截至２０１８年底，Ｇ

区法院的劳动诉讼案件进入执行的共有１１４９件。故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间，Ｇ区法院劳动诉讼案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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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Ｇ区法院劳动执行案件的数量分别为１３３８件、７５２件以及８０５件。笔者通过对每一

年劳动执行案件抽取５０份统计实际到位率发现，各年度劳动执行案件的实际到位率大小为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

年＞２０１６年，有鉴于此，根据分层随机抽样法，为确保随机抽样更加贴近实际情况，笔者用Ｒ软件随机抽取

２０１６年执行案件数量最多，２０１８年其次，２０１７年最少。抽样结果表明，笔者抽取的Ｇ区法院２０９６件劳动执行

案件中，去除被执行人为劳动者、撤诉、委托执行、管辖权异议、驳回申请的执行案件后，共剩２０５９件分析数据。

在２０５９件有效样本中，执行案件得到履行或者部分履行的案件比例为５２．８％，与Ｇ区法院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所

有劳动案件得到履行或者部分履行的比例相差不大（４８．３％），误差合理地控制在了５％以内。由此可知，本次抽

样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这里的入执率指有执行内容的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裁判文书进入强制执行的比例，所谓有执行内

容，即需要争议当事人的积极作为。



入强制执行的比例约为４１．１％。〔８〕仲裁案件的入执率可能会更高。以Ｇ区法院所在的Ｃ市劳动

仲裁案件为例，２０１６年Ｃ市劳动争议以仲裁裁定、调解结案的共计１０７８２件，２０１７年为１４５７０件。

Ｃ市下辖２２个行政区划，故平均下来，每个行政区划中确定了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劳动仲裁案

件量分别为４９０件、６６２件。考虑到Ｇ区法院所在辖区经济发达，企业聚集，劳动仲裁案件可能居

　图１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犌区劳动争议案件入执率

于全市前列，因此，可以假设Ｇ区法院管辖的劳动

仲裁案件为平均数的两倍。而Ｇ区法院２０１６年与

２０１７年分别受理了劳动仲裁执行案件８２０件、

５０６件，如果以这两年的数据来计算仲裁案件的入

执率，则Ｇ区劳动仲裁案件入执率为５９．１％，比劳

动审判案件入执率高。〔９〕

第二步，高危信号。结案方式内含了劳动者权

利严重减损的问题。

自动履行比例反映的是进入执行程序的劳动

执行案件中当事人的配合程度，配合程度越高，劳动者权利减损的风险越低。抽样数据显示，

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期间，共有６７５件劳动执行案件，在债务人收到法院强制执行相关文书后，被执

行人自动履行了生效文书确定的债权，自动履行率为３２％，其中２０１６年３１％，２０１７年３５％，

２０１８年３３％，三年中被执行人自动履行率变化较稳定。由此可知，在劳动执行案件中，即使进入

了强制执行阶段，用人单位主动配合的法律意识依然不够，与未进入强制执行前的阶段相比，劳动

者权利减损风险无法得到完全规避。

终结本次执行与终结执行也是考察劳动争议执行案件中劳动者权利减损的重要指标。《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５１９条确立的终结本次执行制度（实

践中简称终本），对法院来说是保障执行行为的规范化，但对案件本身来说则反映的是执行“实体

标准中‘发现的财产不能处置’以及‘可供执行财产的认定’等”执行难问题。〔１０〕２０１６年以来，Ｇ区

法院以终本方式结案的劳动执行案件共１４２１件，占所有劳动执行案件的４３．１％，其中，终本后恢

　　　

图２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犌区法院劳动争议执行案件结案方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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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笔者统计，Ｇ区法院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期间劳动诉讼案件入执率较２０１６年以来的入执率基本持平，入执

率为４１．４％。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５年的相关数据计算为：劳动执行案件数量（５０＋３５＋７５＋１９０＋１６４＋３９１）／确定了劳

动争议双方权利义务且有履行内容的裁判文书的数量（２０６＋３２０＋５５２＋４７５＋６３３）＝４１．４％。另外需要提醒的是，

由于执行管辖的原因，这一比例应当比实际入执的稍低。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比例未考虑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况。由此看来，实际上，仲裁

裁决入执率会更高。

陈恒、李飞：《仲裁案件执行难问题实证研究》，载《法律适用》２０１８年第１５期，第２４页。



复执行的案件，２０１６年２件，２０１７年４５件，２０１８年１２９件，三年共计１７６件，只占所有终本案件的

１２．４％。而在这些恢复执行的案件中，依旧有１６件案件没有执行到位。即２０１６年执行改革以来，

终本案件恢复执行概率很小，即使恢复执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劳动者权利也不能得到完全保

障。另外，Ｇ区法院三年中共有２６１件终结执行的案件，共占所有劳动执行案件的７．９％。至此，

结案方式中劳动者权利减损的比例共５１％。

第三步，实际损害。从劳动者权利实现的结果看，劳动者权利减损情况非常严重。

图３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犌区法院劳动争议执行　
案件实际标的兑现率与个案执行效果率

如图３所示，首先，从Ｇ区法院劳动金

钱执行案件的实际兑现率 〔１１〕来看，劳动执

行状况较差，其中２０１６年１８．３％，２０１７年

２６．５％，２０１８年２０．８％。尽管实际兑现率整

体趋势有所提升，但三年平均兑现率仅

２１．８％。也就是说，当前的强制执行程序只

能保证执行到两成左右具有金钱执行内容

的涉案标的，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劳动者权

利有八成遭遇减损。需要注意的是，Ｇ区法

院在记录执行和解的案件标的兑现情况时，

实际兑现额一律以申请标的额为标准。然而，实践中不乏被执行人到期不履行执行和解的内容的

情况。因此，金钱执行的实际兑现率还会更低。其次，从Ｇ区法院金钱劳动执行案件的个案执行

效果率 〔１２〕来看，２０１６年有效果的执行案件有５８１件，２０１７年３１８件，２０１８年４３７件，各占当年金

钱劳动执行案件的４３．８％、４２．４％和５７．１％。由此可知，与实际兑现率相比，Ｇ区法院金钱劳动执

行案件的个案执行效果率呈现更为明显的上升趋势。究其原因，２０１８年Ｇ区劳动纠纷执行案件

的效果更集中体现在较小标的案件中，较大标的案件情况依旧严峻。

以上可以看出，我国劳动者的权利在执行阶段减损状况非常严重。这与法律所赋予其受保护

的权利背道而驰，凸显了劳动争议中劳动者所遭受的严重不公平社会现状。

三、影响劳动者权利减损的因素

由上文分析可知，我国劳动者权利保护状况尽管从立法与司法审判层面都得到了较大改善，

但劳动者权利通过生效法律文书得以实现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劳动者权利的真正落实任重道远。

而发掘案件的内部差异，明晰影响劳动执行案件执行效果的内在作用机制与规律，对有针对性地

提高劳动执行效果、维护劳动者权利、维持和谐劳资关系和促进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截至目前，劳动者权益保障已有大量研究成果，相关理论与观点也极为丰富。这些丰富的理

论与观点为笔者系统研究影响劳动执行案件执行效果的影响因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理性经济人理论。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总是倾向于实现最大利益或者承担最

小成本。尽管行为经济学加入心理学后修正了这一理论，认为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但总体来讲，

·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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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的计算方式为：实际兑现率＝实际支付给劳动者的金额／申请执行标的金额。

执行有效果指的是劳动争议执行案件得到部分或全部履行的案件，故执行效果率指得到部分或全部履

行的案件比例。



理性经济人理论可以普遍地适用在已经确定权利义务的执行阶段。

对于作为组织机构的用人单位来说，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是具有普遍解释效力的。

在履行还是不履行生效裁判文书层面上，如果自动履行成本过高，则用人单位会倾向于不履行；若

主动履行的成本较低，并且能够为用人单位带来持续的利益，则用人单位会倾向于自动履行。执

行改革下的成本分两类，一类是直接经济成本，即生效裁判文书所确定的劳动者债权，一类是间接

经济成本，是执行信用惩戒机制初步建立背景下用人单位不配合执行所遭受的信用损失。然而，

因信用惩戒机制的不完备，该机制存在对不同用人单位的规制力度不同的问题。〔１３〕对于以劳动

力为最主要成本的用人单位来说，生效裁判文书所确定的劳动者债权足以成为一笔相当高的成

本，逃避执行的信用损失也较小。而对于劳动力不是主要经营成本的用人单位来说，一方面生效

裁判文书所确定的劳动者债权在其可承受范围内，另一方面不配合执行的信用成本较高。但对于

劳动者来说，利益重要性和成本考虑决定了其在执行案件中投入的资源大小。生效裁判文书确定

的债权利益对劳动者价值越高，劳动者的资源投入会越大。但劳动者自身的资源限制，也会较大

影响劳动者资源投入的程度和类别。鉴于劳动者相对于用人单位的弱势地位，一般认为，用人单

位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理论会主导执行实践与执行效果。

第二，政府参与和集体行动理论。关于权利动员的许多重要研究集中在诉讼、官方法律机

构和行动者以及集体行动。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伯斯坦（Ｂｕｒｓｔｅｉｎ）的研究就发现，政府参与和

集体行为会平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力量，减少劳动关系中的不平等现象，为劳动者权利

争取带来更好的结果。〔１４〕同时期，罗森博格（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的研究更认为，如果没有其他行动者和

机构的支持，权利诉讼战略很少成功，而且这些战略从可能更有效的政治战略中消耗资源。〔１５〕

政府参与和集体行动理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法院渗透机制的存在。渗透法院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机构渗透，一种是社会渗透。从机构上来说，法院始终是政府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官

的任命、提拔和财力物力支持始终依赖地方政府机构。机构渗透和社会渗透会改变法院与法官

的行为方式，使得法官做出有利于机构价值利益与社会期待的行为。〔１６〕尽管本文研究的是执

行阶段的劳动者权利保护问题，笔者认为这些理论依然可以为我们提供理论预设与洞见。劳动

执行案件中，不乏群体性劳动争议，这些群体性劳动争议构成了中国社会背景下的集体行动策

略。当大规模的群体性劳动争议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时，政府与社会的力量便会渗透到执行过

程中来。

第三，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理论。三方协商机制被认为是多元社会中协调劳动关系双方的

一项基本制度。〔１７〕一般认为，在三方协商机制的理论模型下，劳动者的权利保护和企业发展能够

·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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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现有信用惩戒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个人行为层面如限制出国出境、乘坐飞机、火车、住宿、购房购车过

户，任职层面如不得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政府信用层面如政府采购、招投标、行政审

批、政府扶持、资质认定等。由此可知，这些机制只在个人行为层面对中小企业用人单位主要责任人限制较大，任

职层面仅需很低的成本便可规避；但所有惩戒措施对国有、大型用人单位及其负责人来讲限制空间较大。

ＰａｕｌＢｕｒｓｔｅｉｎ，犔犲犵犪犾犕狅犫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狊犪犛狅犮犻犪犾犕狅狏犲犿犲狀狋犜犪犮狋犻犮牶犜犺犲犛狋狉狌犵犵犾犲犳狅狉犈狇狌犪犾犈犿狆犾狅狔犿犲狀狋

犗狆狆狅狉狋狌狀犻狋狔，９６（５）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２０１ １２２５（Ｍａｒ．１９９１）．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ＧＮ，犜犺犲犎狅犾犾狅狑犎狅狆犲牶犆犪狀犆狅狌狉狋狊犅狉犻狀犵犪犫狅狌狋犛狅犮犻犪犾犆犺犪狀犵犲牽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ＸｉｎＨｅａｎｄＹａｎｇＳｕ，犇狅狋犺犲“犎犪狏犲狊”犆狅犿犲犗狌狋犪犺犲犪犱犻狀犛犺犪狀犵犺犪犻犆狅狌狉狋狊牽１０（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２０，１３９（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

参见李丽林、袁青川：《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现状与问题》，载《中国人民大学

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实现有机平衡，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当前，我国正式劳动争议解决机构中，只有劳动仲裁机构是

按照三方协商机制模型设定的。而在劳动争议诉讼中，通常只有法官的中立裁决，缺乏分别代表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审判力量。因此，相较之下，劳动仲裁机构应当在保障劳动者权利实现上发

挥更大的作用。

第四，地方保护主义理论。地方保护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司法系统有着强大的解释生命力。大

量经济学研究表明，中国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但在地方保护主义的程度及其变化

上存在分歧。〔１８〕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政策实施背景下，肖扬曾指出，司法权力地方化是中国现

行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１９〕“我国司法的地方特征明显，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地方

政、法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同一性。长久以来，地方法院司法权的行使被视为地方实现‘维护治

安’的内容与工具之一。”〔２０〕这一观点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龙小宁、王俊基于知识产权案件的

实证研究证明了我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与影响。〔２１〕

第五，“重复诉讼人”和“一次性诉讼人”理论。该理论最先经由加兰特（Ｇａｌａｎｔｅｒ）于１９７４年

提出。在此后几十年中，先后有上百份学术研究回应与发展了加兰特的研究。当事人对抗类

型、律师、官方制度的替代选择、改革战略等是加兰特理论中的主要内容。加兰特认为，规则会

倾向于保护更资深的、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人的利益。与“一次诉讼人”相比，“重复诉讼人”占

有更多的资源，拥有更高的智能、不断发展的专业知识与诉讼经验。首先，尽管规则是按照“平

等”或者更有利于“穷人”的思想设计的，但执行这些规则的有限资源会使得其被重新分配，最后

在保护和促进有组织和有影响力的团体的有形利益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次，正当程序的要

求，加上其对仓促行动的障碍或保护，也倾向于保护占有人或持有人不受索赔人的侵害。最后，

这些规则足够复杂和有问题（如果花费足够的资源使之成为问题，则可能有问题），因此法律服

务的数量和质量的差异将影响从这些规则中获得好处的能力。〔２２〕尽管一项对六国当事人差

异的研究和对我国上海法院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该理论的普遍适用性，认为“诉讼资

源可能不是当事人之间差异的最佳解释，但政府与法院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决定因素”。〔２３〕但

因这些研究并未涉及执行阶段的探讨，故不妨将加兰特的理论放在劳动执行案件中再次进行

检验。在劳动执行案件中，劳动者符合“一次性诉讼人”的形象，用人单位符合“重复诉讼人”

的形象，由于资源占有的不足与专业经验受限，可以预设劳动者对规则的利用可能存在一定

程度的问题。

第六，纠纷解决机构的行为影响。唐应茂对纠纷解决机构的内部因素进行了探索，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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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献参见李善同、侯永志、刘云中等：《中国国内地方保护问题的调查与分析》，载《经济研究》

２００４年第１１期；朱恒鹏：《地区间竞争、财政自给率和公有制企业民营化》，载《经济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０期；Ｐｏｎｃｅｔ，

Ｓａｎｄｒａ，犕犲犪狊狌狉犻狀犵犆犺犻狀犲狊犲犇狅犿犲狊狋犻犮犪狀犱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犐狀狋犲犵狉犪狋犻狅狀，１４（１）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 ２１

（２００３）．　　

参见肖扬：《法院、法官与司法改革》，载《法学家》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第８—９页。

左卫民：《省统管法院人财物：剖析与前瞻》，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７页。

参见龙小宁、王俊：《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基于知识产权案例的研究》，载《中国经济问题》２０１４年第

３期，第３—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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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结案案件比判决结案的案件执行中止率低、执行时间短，调解结案案件比判决结案案件在

执行效果上要好很多。〔２４〕因此，纠纷解决机构的能动行为在影响执行效果上也可能继续存在

影响。

综合以上理论与研究，可以总结出两类影响执行效果的因素：即作为内部因素的国家纠纷

解决机构的干预和作为外部影响因素的诉源问题。因此，笔者将用人单位规模大小、所有制、行

业分布、申请标的额大小作为诉源因素；将执行案件来源、是否保全、是否为群体性纠纷 〔２５〕以及

“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执行改革作为国家纠纷解决机构干预因素。而为检验２０１６年以来Ｇ区法

院一系列执行改革措施后执行效果的变化趋势（包括以网上财产查控措施和联合信用惩戒措施

为主要内容的改革），笔者将年份作为时间变量引入分析。有鉴于此，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

研究假设。

假设１：劳动执行案件用人单位特征对执行效果有显著影响。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和不

同行业的用人单位强制执行的执行效果具有明显的差异，其中企业规模越大，管理越规范，执行效

果越好。

假设２：劳动执行案件的案件特征对执行效果有显著影响。申请执行标的越大，执行效果

越差。

假设３：国家纠纷解决机构干预因素对执行效果有显著影响。

假设３ａ：来源于劳动仲裁的执行案件，比来源于法院的执行案件执行效果更差；

假设３ｂ：调解的案件比判决（裁决）的案件，执行效果更好；

假设３ｃ：采取过保全措施的案件比未采取过保全措施的案件执行效果更好；

假设３ｄ：群体性案件的劳动执行比非群体性案件的劳动执行效果更好；

假设３ｅ：异地执行案件执行效果比本地执行案件执行效果差；

假设３ｆ：“基本解决执行难”改革对执行效果影响显著。

（二）劳动执行案件执行效果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表１　劳动执行案件执行效果的描述性数据 〔２６〕

影响因素 无 效 果

有　　效　　果

部分效果 全部效果 总　　和

国有 １２．５０％ １５．６３％ ７１．８８％ ８７．５１％

民营 ４７．１３％ １０．２４％ ４１．６３％ ５１．８７％

外资 ６５．２８％ ６．９４％ ２７．７８％ ３４．７２％

３００人以上 １１．１１％ ７．４１％ ８１．４８％ ８８．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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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参见唐应茂：《法院执行为什么这么难》，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６５、１７２页。

笔者参考《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６条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

意见》，将群体性案件定义为１０人以上与同一被执行用人单位发生纠纷的案件。群体性案件本应属于案件本身

的性质，但鉴于法院对这种类型的案件出台了专门的政策，故纳入外部因素更为恰当。

笔者在数据计算时仅保留两位小数点，故表中数据凡有超过１００％或者不到１００％的，皆为四舍五入后

的结果。



续　表

影响因素 无 效 果

有　　效　　果

部分效果 全部效果 总　　和

３００人以下 ４７．７１％ １０．２４％ ４２．０５％ ５２．２９％

劳动密集型 ４６．７３％ ７．１９％ ４６．０８％ ５３．２７％

知识密集型 ４７．７９％ １０．７６％ ４１．４５％ ５２．２１％

资本密集型 ４３．７５％ ３１．２５％ ２５．００％ ５６．２５％

＜２万 ４４．１５％ ８．８７％ ４６．９８％ ５５．８５％

２万≤Ｘ≤１０万 ５３．１０％ １１．２２％ ３５．６８％ ４６．９０％

＞１０万 ５３．６４％ ２１．８２％ ２４．５５％ ４６．３７％

法院判决书 ３４．０１％ ７．４８％ ５１．７０％ ５９．１８％

法院调解书 ５２．７６％ ２４．１５％ ２３．８１％ ４７．９６％

支付令 ６６．６７％ １６．６７％ １６．６７％ ３３．３４％

仲裁裁定书 ５６．０３％ ７．６９％ ３６．２８％ ４３．９７％

仲裁调解书 ３２．７３％ ８．０５％ ５９．２２％ ６７．２７％

未保全 ４７．２０％ １０．２１％ ４２．５９％ ５２．８０％

保全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

群体性案件 ４４．３１％ １０．５８％ ４５．１０％ ５５．６８％

非群体性案件 ５０．０５％ ９．８４％ ４０．１１％ ４９．９５％

本地执行 ４８．０２％ ９．２０％ ４２．７８％ ５１．９８％

异地执行 ３０．００％ ３２．２２％ ３７．７８％ ７０．００％

２０１６年执行效果 ５５．３１％ ６．３６％ ３８．３３％ ４４．６９％

２０１７年执行效果 ５１．４８％ ５．６７％ ４２．８６％ ４８．５３％

２０１８年执行效果 ２７．５９％ ２１．２３％ ５０．８２％ ７２．０５％

　　表１是对可能影响劳动执行案件执行效果因素的描述性分析。由表１可知：

１．用人单位特征不同，执行案件的效果也不同。总体来说，国有用人单位执行效果率

（８７．５１％）大于民营企业（５１．８７％）和外资企业（３４．７２％），不管是在部分效果率还是全部效果实现

率上；与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用人单位的执行效果率相比（分别为５３．２７％和５２．２１％），

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用人单位的强制执行效果较好（５６．２５％），但这种效果只体现在部分效果的提升

上；与３００人以下用人单位的执行效果率（５２．２９％）相比，对３００人以上用人单位执行效果更好

·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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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８９％），但这种效果在全部效果的实现上有优势。〔２７〕若进一步将用人单位行业与规模交叉对

比，如下表所示，３００人以上的资本密集型用人单位在执行的部分效果实现上有绝对优势，但

３００人以下的资本密集型单位在执行的全部效果实现上有绝对的优势。

劳动密集型用人单位执行效果 知识密集型用人单位执行效果 资本密集型用人单位执行效果

部分效果 全部效果 部分效果 全部效果 部分效果 全部效果

３００人以上 ８０．００％ ６．６７％ ３００人以上 ７５．００％ １２．５０％ ３００人以上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０人以下 ４５．４２％ ７．２９％ ３００人以下 ４１．３４％ １０．６６％ ３００人以下 ２１．０５％ ３２．８９％

　　２．案件特征显著影响劳动执行案件的效果。总体来说，申请标的越高，执行效果越差，但在实

现部分效果上，申请标的越高，部分效果的实现情况反而越好。

３．国家纠纷解决机构的干预影响劳动执行案件的效果。执行依据文书种类的执行效果排序

为仲裁调解书（６７．２７％）＞法院判决书（５９．１８％）＞法院调解书（４７．９６％）＞仲裁裁定书

（４３．９７％）＞支付令（３３．３４％），但这种效果描述更符合执行全部效果实现层面，部分效果上并不贴

切；经过保全的案件，不管从部分执行效果还是全部执行效果来看，都不如未采取过保全的劳动纠

纷案件；群体性案件明显较非群体性案件的执行效果好，并且同时在部分效果与全部效果的实现

上占优势；异地执行案件效果整体好于本地执行案件效果，但这种效果只体现在执行的部分效果

层面，异地执行的全部实现效果不如本地执行案件；“基本解决执行难”改革有效提升了劳动执行

案件效果，部分执行的案件比例上升，全部得到执行的案件比例也有较大提高。

上述关于劳动执行效果的分析均为单变量分析，并没有排除其他变量的影响，因此结论可能

会有虚假的成分。但利用统计学方法，不仅可以科学、直观观测各自变量对执行结果的影响效果

的真假，还能识别出各因素的影响力。根据表１中执行的不同效果程度，笔者通过Ｒ软件进行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二元回归模型、有序多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与边际效应模型检验。其中，ｌｏｇｉｓｔｉｃ二元回归模

型是将执行效果分为有效果与无效果，分别用“１”和“０”表示；有序多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将劳动执行

案件的执行效果分为了有序的三类，分别用“０”代表无效果，“１”代表部分效果 〔２８〕，“２”代表全部效

果的实现。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边际效应模型采用的是执行效果的二分类检验。

根据表２，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二元回归中，假设２、假设３ａ、假设３ｄ、假设３ｆ得到了完全验证，假设３ｃ、

假设３ｅ没有得到验证，假设１和假设３ｂ得到部分验证；相比之下，在有序多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中，

假设得到验证的减少了，假设１中的单位行业类型、假设３ｃ和假设３ｄ没有得到验证。即最后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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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区分企业的标准采用了徐道稳、吴伟东在分析劳动合同签订状况的研究中的方法，将３００人作为划

分所有行业大中小型用人单位的标准。见前注〔２〕，徐道稳、吴伟东文，第２９页。本次抽样样本中，９８．７％的劳动执

行对象都是３００人以下的用人单位。因资料限制原因，无法查到Ｇ区法院所在行政区域的中小型用人单位的比

例，但根据Ｇ区所在Ｃ市的数据，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Ｃ市中小型用人单位的比例分别为９９．１０％、９９．０２％、９９．３６％。

尽管Ｇ区是Ｃ市经济较发达地区，但各区中小型用人单位的比例差距不会很大，因此可以合理推测，抽样样本的

小于３００人的用人单位比例基本符合Ｇ区真实的企业规模比例，不会有实质性的差距。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年《Ｃ市年鉴》。

实践中，法院通常会将执行和解、参与分配的案件标注为全部执行，但根据实践经验，这种案件通常只能

实现申请执行人部分的执行标的。为了更加贴合现实情况，笔者这里的部分效果就包括了执行和解与参与分配的

案件。



论为：

第一，作为被执行人的用人单位不同特征会显著影响执行效果。其中，用人单位规模越大执

行效果越好，３００人以上的用人单位执行效果明显好于３００人以下单位；所有制执行效果从高到低

排列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而在行业类别上，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用人单位执行会

取得一定的正面效果，但这种效果仅限于能不能实现０的突破，并不能在深度剖析效果类型的情

况下发挥其影响力。

第二，案件本身质量显著影响执行效果。申请执行标的越高，执行效果越差。除此之外，模型

检验发现，执行文书依据为２０１５年以前做出的，比执行文书依据为２０１５年以后的裁判文书效果更

好。究其原因，Ｇ区所在省份自２０１５年以来劳动仲裁案件呈逐年下降趋势，但法院受理的案件数

量却成倍增长，至２０１８年Ｇ区法院结案数量已经多达３１７６１件，是２０１５年收案量的２．３倍。〔２９〕

如果说２０１５年刚开始的案件增长法院尚能勉力应对，但２０１５年以后，越来越沉重的审判负担使得

审判法官在高结案率的要求下显得捉襟见肘，更遑论分神照顾到案件的执行效果问题。另外，同

时期的经济状况形势也与这样的结果存在莫大瓜葛。经济学家时寒冰认为，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５年是

中国经济的震荡期，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２２年则是经济的衰退期。〔３０〕毫无疑问，经济形势的转折会波及

市场上的所有主体，无论企业所有制、大小和行业类别。由此，经济衰退期的执行案件，其执行效

果必然更差。

第三，国家纠纷解决机构干预因素显著影响执行效果。劳动仲裁文书的执行效果显著低于法

院诉讼文书，其中，法院判决书的执行效果明显高于法院诉讼调解书和劳动仲裁裁决书，但法院判

决书的执行效果与仲裁调解书并无显著区别，即意味着，与法院诉讼结案方式相反，仲裁调解结案

的案件执行效果显著高于仲裁裁决结案的案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二元回归模型显示，采取过保全的案件

确实比未采取过保全的案件执行效果较差，但在对执行效果进一步细分后，这种显著性便不存在

了。当案件是群体性案件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二元回归模型显示其对执行效果存在显著影响，但在有序多

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中，群体性纠纷就不能体现其影响力；２０１６年以来采取的一系列执行改革措施，

显著提升了劳动执行案件的执行效果，并且根据２０１７年与２０１８年的ＯＲ值比较，执行改革措施对

劳动执行案件执行效果的影响力在成倍增加。

表２　模 型 结 果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二元

回归模型
有序多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 边际效应模型

变量 系数 系数 优势比（ＯＲ） ｄＦ／ｄｘ

常量 ８．２４９
０｜１－７．９７２；

１｜２－７．４８８

用人单位所有制（以国有用人单位

为参照）：民营
－２．１８２ －１．６６７ ０．１９７９ －０．３５１

用人单位所有制（以国有用人单位

为参照）：外资
－３．４４８ －２．８９７ ０．０４９８ －０．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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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区所在省份的劳动仲裁案件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参见时寒冰：《时寒冰说：未来２０年经济大趋势》，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２８页。



续　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二元

回归模型
有序多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 边际效应模型

用人单位规模（以３００人以上为参

照）：３００人以下
－２．８５４ －２．５７８ ０．０８２１ －０．４０９

用人单位行业（以劳动密集型为参

照）：知识和技术密集型
－０．１３２ －０．１７３ ０．８３５３ －０．０２７

用人单位行业（以劳动密集型为参

照）：资本密集型
０．７４３ ０．３６６ １．４４７７ ０．１４８

申请标的额（ｌｏｇ） －０．２６３ －０．３３７ ０．７１８９ －０．０５４

保全（以未保全为参照）：是 －１．２１３ －０．７６５ ０．４６７７ －０．２３９

执行文书来源（以法院判决为参

照）：法院调解书
－０．７７１ －１．１１２ ０．３３９６ －０．１５８

执行文书来源（以法院判决为参

照）：法院支付令
－０．８２７ －１．０２８ ０．３８２９ －０．１６８

执行文书来源（以法院判决为参

照）：仲裁裁决书
－１．１７９ －１．１３７ ０．３１９８ －０．２４６

执行文书来源（以法院判决为参

照）：仲裁调解书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９ １．０１７１ ０．００８

异地执行（以本地执行为参照）：否 －１．２５３ ０．１９１ ０．８３５３ －０．０５２

涉群体 （以不涉群体案件为参

照）：是
０．２４９ ０．１１７ １．０９４２ ０．０５２

年份（以２０１６年为参照）：２０１７年 ０．４２２ ０．４２２ １．５３７３ ０．０８６

年份（以２０１６年为参照）：２０１８年 １．８４５ １．４９６ ４．７１１５ ０．３６６

执行依据文书年份（以２０１５年及以

前为参照）：２０１６年及以后
－０．４８６ －０．５０６ ０．５９９９ －０．０９９

　　注：·表示ｓｉｇ＜０．１，表示ｓｉｇ＜０．０５，表示ｓｉｇ＜０．０１，表示ｓｉｇ＜０．００１

前文对影响劳动者权利兑现的因素分析，只能得出各个影响因素影响执行效果的方向，不能

判断各变量对结果的影响大小。有鉴于此，还需要进一步计算各个影响因素带来的边际效应。由

边际效益模型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与２０１６年相比，２０１７年的执行案件执行成功率上

升８．６％，２０１８年的案件执行成功率上升３６．６％；劳动执行案件申请标的额每增加一个单位，执行

成功率就会下降５．４％；民营公司执行成功率会降低３５．１％，外资公司执行成功率会下降４８．３％；

相对于公司在３００人以上的公司，公司规模在３００人以下的案件的执行成功率下降４０．９％；相对于

劳动密集型用人单位来说，资本密集型用人单位的执行成功率增加１４．８％；涉群体性案件的执行

成功率会增加５．２％；采取了保全的执行案件执行成功率会降低２３．９％；同以法院判决方式结案的

案件相比，以法院诉讼调解方式结案的案件执行成功率下降１５．８％，以仲裁裁决方式结案的执行

成功率下降２４．６％；２０１６年及以后的生效裁判文书执行成功率会下降９．９％。上述结果表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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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解决执行难”改革、用人单位所有制、公司规模、行业属性、是否采取过保全措施、不同结案方式

以及生效裁判文书做出的年份对劳动争议执行案件的执行效果影响较大。

四、劳动权利减损的特征、原因与理论重释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地方保护主义理论在劳动执行中已经缺乏了解释力，我国执行中地方保

护主义已经基本消灭。依据以上研究结果，笔者归纳总结了我国劳动执行实践中的三个主要特征

及其成因。在此基础上，笔者还尝试提出执行阶段劳动权利减损的理论命题，通过结合已有研究，

重释我国劳动权利减损的一般性命题。

（一）执行阶段劳动权利减损的特征与解析

１．“分类化”的用人单位执行现状

实证分析充分验证了笔者前文构造的劳动执行理性经济人模型。对于以劳动力作为主要经

营成本的中国中小型企业、民营、外资和非资本密集型企业来说，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金钱劳动债

权使其负担了过高的成本。在大环境并不友好的市场经济中，这种成本甚至超过了此类企业可以

负担的水平（尤其是那些严重资不抵债或者有强烈破产需求的企业）。尽管劳动执行案件中执行

标的越大，对于劳动者的价值意义更大，进而引发劳动者投入更多资源提高执行效果；但执行案件

标的同样对应着用人单位的更大成本。在处于强势地位的用人单位面前，劳动者所能动用的资源

远不足以规避因成本过高给用人单位带来的挑战。但对于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与资本密集型企业

来说，劳动力仅是次要的经营成本；相反，因不履行生效裁判文书所遭遇的信用损失反而会为其后

续经营带来更多的成本损失。另外，相对于中小企业等用人单位而言，国有、大型与资金密集型用

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力量较为平衡，劳动者弱势地位更为隐性，能够在执行案件中投入更多资源，进

而提高执行效果。因此，在劳动执行的理性经济人模型中，呈现了一种“分类化”的用人单位执行

现状特征。此理论模型也揭示出，从长远来看，提高劳动执行案件的执行效果根本在于提高用人

单位，尤其是中小型民营、外资企业的成本负担能力。

用人单位的经营能力、市场风险抵御能力、工会和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组建率、国家和政府的

支持力度、民主管理制度和国家执法监督力度直接关系到发生劳动争议后用人单位的成本负担

能力。

对中小型民营企业来说，第一，经营能力与市场风险抵御能力差。数据显示，２０１１年，我国中

小企业的整体利润率不到３％。〔３１〕即使此后中小企业盈利状况有所改善，但直至２０１８年，中小企

业主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也仅有５．９１％。〔３２〕相比之下，小型企业比中型企业利润率更为堪忧。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前局长张茅表示，当前小微企业的平均生存周期只有三年。〔３３〕也就是说，对

于小微企业来说，企业只存在第一年创立、第二年盈利与第三年衰退的生命过程，不存在盈利扩张

期。在“大型企业和公有制企业的夹缝中生存、发展”〔３４〕，是我国中小企业最为真实的写照。第

二，工会与基层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基本不能帮助小微企业劳动者，其文本上的制度价值一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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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佚名：《中小企业利润率不足３％ 扶持政策箭在弦上》，载《财经界》２０１１年第１９期，第４０页。

《２０１８年中国中小工业企业经济运行报告》，载国家统计联网直报门户网，ｈｔｔｐ：／／ｌｗｚｂ．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ｐｕｂ／ｌｗｚｂ／ｇｚｄｔ／２０１９０５／ｔ２０１９０５２１＿５１１５．ｈｔｍｌ。

《工商总局局长：我国小微企业平均生命周期仅三年》，载央视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ｃｔｖ．ｃｏｍ／２０１８／０３／０１／

ＡＲＴＩＨｆＩｄＫｕｋ１１ＨＦｘｖＨｑｆＺＦｋ２１８０３０１．ｓｈｔｍｌ。

李汝贤：《论中小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逐步建立》，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１７８页。



于架空状态。即使在首都北京，研究也表明中小企业的工会组建情况和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组织

建设仅约两成，而即使有建立工会与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组织，能发挥作用的不过１５％上下。〔３５〕

第三，中小企业的法律与政策生存环境较为压抑。为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国家相继出台一

系列政策措施，２０１７年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进行了大刀阔斧式的修订。但

遗憾的是，我国中小企业的法律与政策生存环境始终处于较为压抑的状态，尤其对于缺少资本

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与科技、知识密集型行业来说，其依然面临着社保费用减负有限、营改增减税

作用效果待察、融资难度居高不下、行政收费种类多且不尽合理、各类门槛不合理且虚高的困

难。〔３６〕第四，除此之外，小微企业现代管理制度的缺失尤其是民主管理制度的缺位，也使得劳

动者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相比之下，国家对规模以上企业的监督管理制度更为严格，加之较大

企业利润更高，内部规章制度比较健全，更依赖于高技术人才、先进设备和大量的流动资本，因

而劳动关系状况较好。〔３７〕

对于中小型外资企业而言，容易发生劳动争议的企业大多数为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

外资企业尽管与本地中小企业一样，认为工会是替员工维权的，是和资方谈判、罢工的，但对组

建工会等机构持消极抵制态度。〔３８〕除此之外，国家行政监管力度的不足也是关键性原因。实

践证明，外资企业倒闭逃匿后在国内无可执行财产也已经是外资企业执行效果差最主要的

原因。〔３９〕

事实上，“分类化”的用人单位执行效果现状直接反映的是司法系统外，尤其是市场风险给劳

动执行案件强制执行效果带来的影响。该特征直接表明，劳动者权益在强制执行过程中的减损不

能全部归结为我国司法系统的问题。实际上，从前文原因分析可知，来自司法系统以外，归属于诉

讼源头的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政府执法能力羸弱及其相关配套制度的不足，是造成劳

动者权利减损的源头。在诉讼源头未治理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法院这种下游力量取得“治水”成

就，效果极其有限。

２．“弱仲裁强法院”的权利保障分野

实证分析没有验证前文所述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理论。一方面，劳动仲裁案件的入执率大

于司法裁判的入执率；另一方面，进入执行的劳动案件执行效果也更差，集中体现在仲裁裁决书的

执行上。然而，该研究并不是否定三方协商机制在中国的不适用。笔者的研究只能说明，当前我

国劳动仲裁机构所构建的三方协商机制，距离构建理想中的和谐劳资关系图景还存在一定的差

距。在劳动纠纷解决实践中，相比三方构造的劳动仲裁，两造对抗式的法院在保护劳动者权利实

现上更能发挥作用。可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当劳动仲裁机构以仲裁裁决方式结案时，劳动者

的权利减损的问题被明显放大了呢？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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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勤：《中小企业劳动关系定量评价及实证研究：基于北京２４５家企业的调查》，载《兰州学刊》

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１０６页。

参见任兴磊、李献平、杲传勇：《分析与展望：中国中小微企业生存发展报告（２０１７—２０１８）》，中国经济

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７５—７７页；任兴磊、谢军占、沈亚桂：《分析与展望：中国中小微企业生存发展报告（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１５—１１９页。

参见何勤：《北京中小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载《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４４页。

参见程延园、王甫希：《变革中的劳动关系研究：中国劳动争议的特点与趋向》，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

理》２０１２年第８期，第８页。

参见刘学明、钟莉：《论金融风暴下对濒临破产企业的监管对策》，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３１页。



其一要归咎于劳动仲裁机构执行工作机制的缺位。首先，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国的

劳动仲裁机构并没有法律赋予的强制执行权。因此绝大多数仲裁机构在组成仲裁庭后，往往只求

迅速做出裁决，而对裁决能否确实履行并不作考虑或者加以重视，甚至认为仲裁机构不负有执行

的义务，认为那是法院的职责所在。〔４０〕其次，劳动仲裁机构缺乏执行工作环境。从全国劳动统计

年鉴及各地劳动年鉴中的统计指标可知，我国劳动仲裁机构的构建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劳动争议案

件的分流及确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权利义务上。即使在全国法院执行改革已如火如荼的当下，

劳动仲裁机构的主管单位从来没有对仲裁的执行难问题予以明确关注，相关问题只偶然且碎片化

地从一线劳动仲裁机构得到反馈，仲裁执行难问题反而主要是法院研究的课题。在科层化程度比

法院更高的劳动仲裁机构中，缺乏自上而下的关注，就决定了深居一线的仲裁员自动忽略执行可

行性的行为模式。尽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１７年底共同发布了《关于加

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机制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规范执行程序衔接，建立起法院与劳

动仲裁机构的执行沟通机制；但实践中，法院执行机构尚未与劳动仲裁机构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协

调机制，各方未能就提高仲裁执行效果形成工作合力。〔４１〕故即使有法律素养较高的劳动仲裁员

想关注执行效果，由于缺乏执行管理环境和沟通环境，其工作思维只能局限在仲裁的顺利结案上，

无暇顾及仲裁裁决的执行效果。

其二要归结于仲裁裁决机构的三方协商机制构建的不完善。学界在研究我国仲裁机构时，通

常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三方协调机制中的力量对比作为研究重点，普遍认为当前我国的劳动仲

裁对劳动者力量的赋权不足，忽略了政府在劳动仲裁中的问题。根据学者对最近几年的劳动仲裁

裁决的研究发现，劳动仲裁裁决错误率与不服起诉率双高的情况没有改变。〔４２〕仲裁裁决错误率

说明了政府在三方协商机制的权威性较低，无法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发挥起有效规范的作

用。而不服起诉率还表明我国政府在仲裁裁决中释法能力的不足。劳动仲裁机构的裁决文书说

理性不强，对事实确认避重就轻，含糊其词，以至于义务主体坚信裁决不公允、对抗裁决，而致对抗

执行的问题极为严重。〔４３〕在这种情况下，相当部分“一裁终局”的案件，更加剧了被执行人的抵触

情绪。〔４４〕

“弱仲裁强法院”的权利保障分野尽管肯定了我国法院在劳动执行保障上的优势，但更大的意

义是揭示出我国劳动仲裁在权利保障上的孱弱地位。作为劳动纠纷准司法解决机制，我国劳动仲

裁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再次遭受重创。

３．“冷法律热政治”的裁执衔接思维

裁执衔接机制可使案件在裁审阶段就照顾到案件的执行，能够保障强制执行案件的执行效

果，提升强制执行案件的实际兑现率。劳动争议案件中的裁执衔接机制中，权利保障运行路径可

分为两种：一种是利用保全和先予执行等法律工具，在裁决结果未出来以前，防止当事人转移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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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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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诚：《小议劳动仲裁案件的执行》，载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网２０１２年７月２日，ｈｔｔｐ：／／ｎｃｚｙ．

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２／０７／ｉｄ／１２０１０１２．ｓｈｔｍｌ。

参见李安华：《关于新时代加强劳动人事仲裁工作的思考》，载《现代经济信息》２０１９年第１３期，第

３４４页。

参见黄宣：《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的反思与路径完善———基于３５３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载《东北农

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６２—６３页。

见前注〔４０〕，王诚文。

参见曹语：《浅谈劳动仲裁案件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载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网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１９日，ｈｔｔｐ：／／ｊｊｚｙ．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４／１２／ｉｄ／２６１５５９２．ｓｈｔｍｌ。



产，保证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实际兑现，体现的是法律执行思维；另一种是法律

工具外的政治治理技术和组织技术，一般通过政策文件的形式“指引”执行工作，体现的是政治执

行思维。法律执行思维体现的是劳动执行中可资利用的制度资源，政治执行思维一方面可以是政

府参与和集体行动理论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纠纷解决机构的行为表现有关。

笔者的研究揭示，以保全为代表的制度资源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而产生了反作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期间，Ｇ区法院没有一例劳动争议案件的先予执行，法院裁定保全的数量也不到

３０例，劳动纠纷中裁执衔接机制的法律工具受到了明显的冷落。更为严重的是，前文研究表

明，即使案件经过保全，执行效果不增反减，与最高人民法院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以保全

促执行”的制度定位截然相反。〔４５〕这一研究结果验证了加兰特的“一次诉讼人”规则利用理论

的观点，表明了尽管在诉讼中，加兰特的理论可能不适用于中国诉讼实际，但却符合中国的劳动

执行实践。

执行阶段的政府参与和集体行动理论也与以往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在以往研究中，单

独的政府参与和集体行动都能显著提升劳动者权利保护水平。〔４６〕但在中国劳动争议执行语境

下，集体行动并不能发挥执行效果，政府参与才能对执行效果产生正面影响。Ｇ区法院的数据表

明，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期间，共有三起规模较大的劳动群体性执行案件，每起案件涉劳动者人数均超过

８０，最大的一起共涉１８１名劳动者，均为当地社会影响较大、涉案金额较多的案件。为解决这类案

件，Ｇ区法院不仅调动了全院力量，从案件争议发生阶段就开始全程跟进，还与地方信访机构、社

保机构、维稳机构、金融办等机构通力合作，在法院生效文书进入执行阶段后，优先支取扣划。数

据表明，这三起涉案人数众多的群体性劳动纠纷中，每位劳动者均完全实现了生效判决文书确定

的债权。然而，在规模相对较小、没有上升到较大社会影响、涉案金额不大的群体性劳动执行案件

中，与不是群体性劳动争议的案件相比，执行效果并没有差别，甚至更差。这是因为这类群体性纠

纷大多为经营无法挽救且无可执行财产的小微企业，执行不到位并不能威胁到劳动者的基本生

存，劳动者的集体行动力量较为松散。由此可知，在中国执行语境下，只有集体行动力量较强，以

至于上升到需政治维稳时，劳动者的权利保障问题才能吸引到政治参与。而政治参与的结果通常

是正面和积极的。

故可以认为，我国劳动争议裁执衔接运行中呈现出一幅“冷法律热政治”的图景。

裁执衔接机制的权利启动主体、启动方式、启动原因与组织管理制度深刻影响了其效用的

发挥。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劳动纠纷中保全、先予执行等法律裁执衔接机制的启动主体主要为

劳动者，法院、仲裁机关极少主动适用。但在劳动纠纷中，一者大多数劳动者缺乏法律工具知

识，信息获取能力较差；二来因资源缺乏，劳动者一方面无力聘请专业法律人才代理，〔４７〕另一方

面不能接受远远高于诉讼费的保全申请费，也不能提供较高的保全担保；〔４８〕三来大多劳动争议

标的较小，保全必要性不大。因此，实践中劳动者极少主动申请保全、先予执行。即使劳动者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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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郑天翔１９８８年４月１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最高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１９８８）》。

ＳｅｅＢｕｒｓｔｅｉ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１４〕．

根据威科先行的劳动争议大数据显示，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６年全国劳动争议中劳动者的律师代理率只有

４１．４１％。《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度全国劳动争议纠纷大数据报告》，载北京威科先行网，ｈｔｔｐ：／／ｈｒ．ｗｋ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ｔｏｐｉｃ／６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６５／２．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

即使在“基本解决执行难”改革中，为解决申请人财产担保问题，包括Ｇ区法院在内的法院大力推行保

险公司的保函，但因费用动辄上千，不符合标的较小、经济状况较差的劳动者的实际情况。



请了保全，通过对Ｇ区法院的劳动争议案件审判法官的访谈得知，因对财产线索掌握有限，约有

７０％是对用人单位银行账户的保全。而在大多数发生劳动争议的案件中，用人单位或早已转移

财产，或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经营困难，只有２０％被保全的银行账号上有少量资金，剩下的８０％

银行账户上资金约等于０。此次抽样数据显示，采取了保全的案件中，５０％的用人单位在纠纷发

生时都出现了严重的生产经营问题，财产极为有限并有大量其他债务；而在未申请保全的案件

中，只有约１０％的用人单位在发生纠纷时出现了严重生产经营问题。可以推测，用人单位的生

产经营问题促使劳动者申请保全，但也反过来使得保全效果不彰，甚至低于未申请保全的案件。

除此之外，裁执衔接机制的法律工具在现有法院管理制度下不能体现工作量，错误保全和先予

执行还会引致另外的法律责任，不符合法院的“利益效用”思维。由此，我国法律裁执衔接机制

呈现出一副“冷”的局面。与法律性裁执衔接机制不同，政治裁执衔接机制的权利启动主体是国

家机关，包括但不限于法院、仲裁机关、政法委等其他机关。与劳动者相比，其不仅占有充分的

法律、政治和经济资源，相关行为更因直接来源于上级政治指令，启动方式更为便利，启动原因

更为多元，更有一整套严密的科层化执行机制保证其贯彻实施。在此基础上，政治性的指令通

常还附加政治利益，如民生、群体性案件的办理通常融入地方维稳政治绩效考核中，便不难解释

政治裁执衔接机制的“热”。

“强政治”思维的劳动权利保障预防路径尽管弥补了法律权利保障路径的羸弱，但也存在较为

严重的问题。在“强政治”思维的权利保护路径下，作为整体的劳动者弱势群体被人为划分成不同

的阵营。那些涉民生、涉群体的劳动者除了会被分配到更多的司法资源，也会被分配到更多的行

政资源，其应得权利被保护得更为充分。而那些同样面临相似困境的劳动者，不是群体性纠纷的

劳动者与群体性纠纷的劳动者相比较，其权利保障环境势必处于劣势。一味忽视前者重视后者，

实质上形成了法院对身为弱者的劳动者“部分保护”的局面，不利于贯彻我国倾斜保护劳动者的一

般原则。

（二）“变与不变”：劳动关系治理理论的重新审视

“基本解决执行难”是举全国法院之力的一场攻坚战。尽管并不专门围绕劳动执行案件展开，

但在我国劳动关系治理进程中，该项改革已然成为一项全新且重大的治理技术。通过该项治理技

术，国家重新获得了劳动关系治理的正当性基础，治理能力得到较大的提升。具体来讲，该项治理

技术使得我国劳动关系治理从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工具到手段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

劳动关系治理的主体由行政机关为主转向司法机关为主。长期以来，劳动监察部门在劳动关系治

理实践中被赋予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治理实践中，劳动监察的孱弱无力使得我国的劳动法执行标

准“次标准化”。“基本解决执行难”改革中，司法机关被赋予了重要的治理任务，主体地位得到明

显提升。其次，劳动关系治理中的国家意志得到加强。受限于制度结构，我国的劳动者权利保障

仍然是以基层政府治理为主导，依赖的是镇、村和企业之间暂时的利益结盟来执行政策。〔４９〕然

而，“基本解决执行难”改革依靠一套体系化的国家司法制度，依照国家法律有序运行，有力地削弱

了劳动权利保障过程中的地方意志，国家意志得到有力体现。再次，加大法律治理力度，增强了我

国劳动关系治理的规范性和强制性。“基本解决执行难”改革中，通过完善相关程序法，使案件的

结案方式得到有力规范。另外，法院还加大了对用人单位的信用惩戒，增强了法院对用人单位的

财产发现与控制能力，提高了对用人单位罚金、拘留与刑事责任的使用率，有力提高了法院劳动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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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参见张永宏：《地方治理的政治—制度视角：以农民工保护政策执行为例》，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１７２—１７５页。



行案件的执行效果。

然而，“基本解决执行难”改革中，我国劳动关系治理中仍有许多未变之处，首先，我国劳动者

权利保护悖论并未实质性改善。郑广怀认为，我国存在一个劳动者权利保护悖论，尤其是对于工

伤农民工来讲，制度运作中的制度连接机制使得劳动者在被赋权的同时，尚存在着一个与之完全

相反的剥权的过程。其中，劳动权利维权成本就是形成这种权利保护悖论的主要连接机制。〔５０〕

遗憾的是，因学科的限制性，郑广怀对劳动者权利保护悖论连接机制含义的阐释并不完善，未能包

括劳动争议强制执行内容。实际上，强制执行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另一方面还

合法地“剥夺”了劳动者正当权利，形成了剥权的“合法化机制”。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填补了维

权成本含义中强制执行阶段内容的缺失，完善了劳动者权利保护悖论理论。其次，劳动关系治理

的国家治理逻辑并未转变，政治治理、管理型治理逻辑的生命力依然顽强。由前文可知，尽管“基

本解决执行难”改革中，司法机关成了主要的治理主体，法治治理理念依然盛行，但这种治理逻辑

只流于表面，政治治理逻辑仍然占据上风。在纠纷解决机关的干预因素中，保全制度的适用效果

远不如涉群体案件的执行效果。纠纷解决机构的调解职能的有限发挥与强制执行措施的极大增

强，也揭示了国家在劳动关系治理中角色转型的失败。在劳动关系治理中，国家依旧扮演着管理

者的角色，其预防性、服务性的监察角色与协调角色严重不足。

五、解决劳动者权利减损问题的改革建议

根据前文分析结果和原因解析，为提高劳动执行案件的执行效果，改善劳动者权利保障状况，

应在分清主次矛盾与轻重缓急的前提下，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减轻诉源因素影响力：提高用人单位的风险应对与偿付能力

前文模型揭露出，在诉源因素类型下，用人单位的特征对劳动执行效果的影响最大。由此

可知，转变劳动关系治理逻辑，改变执法方式，增强劳动关系双方的自治能力，以提高用人单位

的成本负担能力，是未来我国劳动执行案件得到良好执行效果必须重视起来的课题，具体分述

如下。

第一，转变对民营、外资中小型企业的劳动执法方式。长期以来，因劳动行政部门职权内容过

于宽泛，职权界限不甚明晰，我国劳动行政机关被大量劳动纠纷解决性事务占据，〔５１〕“消防员”式

执法活动因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求而备受诟病。为解决我国劳动行政执法中长期存在的具体问

题，在与国际接轨的基础上，研究者已经达成了“主动监察”“预防性监察”与“预防性监督”的共

识，〔５２〕即从事前预防的层面加强劳动执法，转变执法方式，从“压制型”执法向“治理型”执法转变，

强调劳动行政执法部门的服务性。〔５３〕然而，实践中，主动性、预防性执法的开展往往不甚如人意。

一项对基层劳动行政部门的行政执法研究就指出，我国劳动行政的主动性执法“都是与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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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参见郑广怀：《伤残农民工：无法被赋权的群体》，载《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９９—１１８页。

参见王伦刚：《改革条件论：中国劳动监察解决纠纷职能的实证分析》，载《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

５期，第１２４页。

参见阳蔚霞：《劳动监察执法困境的法律制度根源》，载《学习与探索》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１０５页；周理斌：

《基于社会转型期对劳动监察的再思考》，载《中国劳动》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３６页；黎建飞：《强化劳动监察的意识与

职能》，载《中国劳动保障》２００５年第１２期，第４３页。

参见何伦坤：《从“压制型”到“治理型”：我国劳动行政执法模式的转型》，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结合在一起办，比如查处黑砖窑、春节用工、黑中介整顿专项行动”，并且呈现出“一幅类似我国传

统农业粗放型‘耕种’的行政年历的现实图景……劳动部门也是有选择性地执法。劳动合同法出

来后，他们就是从市直属大型企业中抓典型。对其他企业是‘民不告、官不究’”。〔５４〕不难看出，改

变这种粗放式、选择性的预防劳动行政执法模式，是提高我国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的关键因素之

一。以往的研究从转变劳动执行方式上提出了适用于各类企业的预防性劳动执法改进方式，却忽

略了执法的重点对象。结合本文研究数据，对中小型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劳动预防型执法应当

成为劳动行政执法部门的重点。对于中小型民营企业，不仅要强调社保缴纳等领域执法监察力度

与主动性，还应当从市场风险评估指导与现代管理制度培训指导层面提供更多的服务，提高中小

型民营企业的市场风险应对能力。另外，还应该在开展充分的地域性调研基础上，为中小型企业

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对于外资企业，则应当注重健全工会制度，加强与市场监督管理机构的联

动，提高劳动行政执法的有效性。

第二，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用人单位欠薪保障金制度。追究劳动报酬纠纷执行类案件一直

是并且在未来较长时间段内仍然将是主要的劳动执行案件类型，我国劳动纠纷执行效果差也将

是一个长期的问题。用人单位欠薪保障金制度能从源头保障所有用人单位劳动者的权益，特别

是中小企业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从而缓解因执行效果差引发的激烈的社会矛盾。从中央层面来

看，当前的欠薪保障机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领域，而明确通过建立欠薪保障金保护劳动者权利

的只有２００４年《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与２００６年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

问题的若干意见》。但本文研究表明，严重的欠薪问题并不只是发生在农民工行业领域，没有农

民工聚集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与农民工集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欠薪状况一样严峻，不

存在任何明显差别。从统计上来看，中国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应当关注企业规模与所有制，而

不是单独关注某个行业领域。在关注企业规模与所有制的问题上，国内实践目前集中在地方。

从２０世纪末开始，在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相继有省份和地区通过建立企业欠薪保

障金的方式对劳动者施以援手。尽管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但实践证明，企业欠薪保障金对

治理用人单位欠薪状况效果显著，构建欠薪保障制度在我国具有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５５〕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前副局长马正其指出，２０１８年新设企业与注销企业的数量比为３．６９∶１，

即平均每进入市场３．６９户企业，就有１户企业通过注销退出市场，我国市场“新陈代谢”率保持

在一个正常稳定的水平。〔５６〕因此，全国范围内推广欠薪保障金，既有地方较为成熟的经验为

引，又有稳定良好的企业“新陈代谢”率作为支持，不至花费更多的财政补贴，故向全国推广欠薪

保障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

第三，发挥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组织与工会的执行保障功能，完善用人单位内部欠薪保障机制。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纠纷时，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组织与工会无疑是我国劳动争议纠纷解决体系

中最及时的信息接收者。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组织与工会在无法帮助劳动者实现其权利时，尤其是

在用人单位经营出现明显问题的情况下，应当及时向劳动者提供执行保障的法律指导，以尽可能

减少因劳动者不懂法而造成的不必要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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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仲裁为主法院为辅：消减结案方式的执行效果差异

如果说改善用人单位层面的执行效果是一项费时费力的改革，那么改善当前不同劳动争议结

案方式对执行效果的影响，则属于易规划、易操作、易迅速推行，且短时间内具有立竿见影效果的

改革。

提高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效果，重点是解决劳动仲裁裁决的执行效果。作为准司法程序，劳

动仲裁裁决在解决我国劳动争议案件中被赋予了极为重要的制度价值意义。如果作为劳动争议

首要且主要的纠纷解决机构只能对劳动者形式上的权利外观进行确认，却不能有效保证劳动者的

权利得到实际兑现，则制度存在的价值意义便不复存在。基于前文对仲裁裁决、仲裁调解执行效

果的分析与相关原因探讨，未来我国劳动仲裁可从两个方面持续改进：第一，明确劳动仲裁的执行

保障价值意义，建立执行工作机制。劳动仲裁机构应当树立起重视仲裁文书执行效果的意识，意

识到仲裁文书执行效果的好坏与本机构利益攸关，不独是法院应当关心的问题。劳动仲裁机构的

主管机关应当将仲裁文书的可执行率引入管理和绩效考核体系，定期总结执行效果经验。劳动仲

裁机构要有意识地监控仲裁文书的执行效果与法院文书执行效果的区别，通过完善劳动仲裁与法

院衔接机制，学习法院在执行保障中的先进经验。第二，提升仲裁裁决的服判息诉率。要改善当

前仲裁裁决中出现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说理不充分的弊端，加强劳动仲裁员对双方当事人的释

法和说理工作，充分发挥政府在三方协商机制中的作用，做到当事人双方对仲裁裁决的服判息诉。

第三，重点关注特殊案件的执行效果。要关注仲裁裁决案件中，尤其是群体性纠纷案件和用人单

位已经出现经营问题的案件，在案件处理过程中主动与法院合作商讨，力求做好该类案件的执行

保障预防工作。第四，继续发扬仲裁调解的执行优势。仲裁调解的执行效果与法院判决的执行效

果不分伯仲，远超仲裁裁决文书的执行效果。因此对于仲裁调解而言，要继续保持其在执行效果

上的优势，并持续改进。

消减法院内执行效果差异，还需要关注诉讼调解案件的执行效果。诉讼调解的执行保障意识

不够、相关保障机制建立的不足，是影响诉讼调解执行效果的主要原因。为了防止用人单位以与

劳动者友好协商为借口，背地里却暗自转移财产、逃避执行，在劳动者没有律师协助又缺乏相关风

险意识时，法院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承担起风险提示义务。法院可以在当事人双方都做出

调解的意思表示时，通过书面形式提前向当事人双方出示调解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执行风险

则为重要提示点。

另外，前文已表明，经济状况与案件数量对纠纷解决机构处理案件的执行效果问题存在轻度

影响。前者问题来源于市场，有赖于市场解决，后者问题来源于制度本身，可以通过制度予以解

决。因此，在法院案件数量呈倍数级增长而劳动仲裁案件却呈稳定下降的现实状况下，应当加强

劳动仲裁案件的裁决质量管理，通过不断保障劳动仲裁的案件质量，在减轻劳动者讼累的同时减

轻法院案件负担，以最大程度维护劳动者权利。

（三）激活沉睡的法律裁执衔接制度———以“友好型”保全制度构建为例

由前文分析可知，保全在解决劳动者权利减损问题上同样发挥着较大作用。但因劳动者规则

利用能力与利用经验的不足，劳动争议案件中存在着保全适用率低及不合理适用的问题。而引起

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现在保全制度对劳动者的“不友好”，并主要体现在“环境不友好”

“经济不友好”与“制度不友好”三个层面。“环境不友好”是大背景，“经济不友好”是关键，“制度不

友好”是重要阻碍。要提高劳动纠纷中保全的适用率，激活沉睡的保全制度，就要逐一解决当下对

弱势劳动者“不友好”的保全，为劳动者专门构建“友好型”保全制度。

第一，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构建“环境友好型”保全。我国劳动者大多知识水平不高，获取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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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能力欠缺。政府在对劳动者开展普法活动时，不仅要注意实体法律知识的宣传，也不能忽

略程序法律知识的普及。在劳动纠纷法律知识的普及宣传中，应当把重要的程序保障知识也作为

劳动法律知识不可或缺的内容，保全应当成为未来劳动纠纷普法内容中极为关键的知识点。只有

劳动者人人懂保全，深入了解司法程序理念与保全内涵，树立较高的诉讼风险意识，劳动者的保全

适用率才能得到较大的提升。

第二，降低劳动者的保全负担，构建“经济友好型”保全。如前文所述，劳动者申请保全时不

仅受困于远高于诉讼费用的保全费，还需要提供难以承受的保全担保。因此，经济友好型保全

可以从两方面予以考虑。首先，可以直接从法院层面减免劳动者的担保负担。保全是为了保护

作为原告的申请保全人的利益不受损害，提供保全担保的目的主要是避免申请保全人滥用保全

从而损害被保全人利益而设置的救济性措施，因此是从属于申请条件的下位阶条件。〔５７〕从这

样的制度逻辑出发，保全并不要求“逢保全必担保”，在申请人的利益明确且确实无能力的情况

下，当前严格的“平衡保护”保全人与被保全人的实践便不再有其合理性。无独有偶，美国在保

全提供担保的问题上就有“贫困”和“公共利益”的例外。有鉴于此，２０１６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保全若干规定》）第９条规定，追索劳

动报酬与工伤赔偿的案件可以不要求提供担保。然而，该司法解释出台之后，地方上将可不要

求担保的条款吸收入其保全制度改革文件中的寥寥无几。不难看出，最高院的“小心翼翼”造成

了地方的“谨小慎微”。尽管２０１９年７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中华全国总工

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关于实施“护薪”行动全力做好拖

欠农民工工资争议处理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对农民工追索工资案件申请财产保全的，一般

不应要求担保，但该新规定一方面具体落实有待考察，另一方面也没有实际突破原有司法解释

中保全的对象与程序范围。笔者认为，对于原告为劳动者的劳动争议案件来说，只要审查时认

为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劳动者申请保全时就应当减免劳动者的担保义务，且不论是诉

讼阶段还是诉前阶段。其次，政府可以推出更为经济的保险担保。当前，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

保险担保函费用标准起点较高，更适合商事经营主体，不适用作为经济弱势群体的劳动者。因

此，未来政府可以考虑推出起点费用较低、利率更为合适、保险额度更为合理、适用弱势劳动者

群体的普惠型担保保函。

第三，完善法院保全激励机制，构建“制度友好型”保全。完善保全制度，还要注意解决前文中

保全适用主体———法院的“利益效用”问题。值得称赞的是，２０１７年底２０１８年初以来，陆续有地方

法院开始从法院内在激励机制出发，着手解决法院个人层次的“保全收益”问题。概言之，这些法

院都不约而同将保全纳入了审判管理与具体经办人员的绩效考核之中，将保全的办理变成立案人

员、审判人员和执行保全事务性工作的人员利益攸关的工作，明确表明将保全告知情况、生效裁判

可执行率、案件保全率、足额保全到位率等纳入立案、审判人员年度绩效考核体系，逐步健全完善

相应的考核奖惩机制。〔５８〕然而，需清醒认知的是，将保全纳入审判管理和绩效考核的制度实践依

旧只是“星星之火”，没有最高人民法院顶层管理制度的设计与支持，全凭地方法院自身的主动性

依旧无法满足制度激活的需要。因此，为使保全纳入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部门的审判管理与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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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关于全面加强财产保全工作的若干意见》《双柏县人民法院财产保全保险担保机制》等。



效考核的实践得以顺利执行并扩大推广，未来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将保全措施的采取纳入对地方

法院的指导和评比体系中，并且科学合理地设置管理和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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